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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文学实践

黄文富

(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广西 南宁530023)

  摘 要:民间化叙事是当代作家常用的一种叙事策略。东西创作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作为

老百姓的写作”,以老百姓的身份,从老百姓的视角,按老百姓的逻辑,用老百姓的语言,书写老百姓

的生活。小说富有个性和张力,充满想象、荒诞、戏谑,富有深刻性、趣味性、可读性,展示了民间化

叙事的强大能量,展现了东西的乡土情怀和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写作姿态,不失为新时代扎根人

民、扎根生活文学实践的成功写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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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

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
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民间化

叙事是当代作家“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重要体现、

重要实践、重要途径。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叙事是指

民间大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叙事活动,既包括民间

大众日常的叙事活动,也包括民间大众集体创作,在
民众之间口耳相传,反映民众思想情感的民间文学

创作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作为知识分子写

作,其叙事活动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叙事,但作

家作为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一份子,在创作活动中他

可以隐藏自己的知识分子角色,采取民间立场、民间

视角、民间语言等民间化的叙事策略进行叙事,体现

出民间化的叙事姿态,也就是莫言所说的“作为老百

姓的写作”[1]。民间化叙事与官方叙事、人文叙事三

者之表征差异主要在于叙事立场、叙事视角、叙事结

构、叙事语言的不同。[2](P8)民间化叙事更强调民间

立场、民间视角、民间趣味、民间审美、民间视界。东

西创作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充满想象、荒诞、戏
谑,富有趣味性和可读性,是一部扎根人民、扎根生

活,民间化叙事趣味十足的作品。目前学界对这部

小说的关注较少,且都是一些综合性的评论,关注其

民间化叙事的研究仍为空白,而民间化叙事作为当

代作家创作尤为关注的热点,理应得到关注和探讨。

本文拟关注这部小说的民间化叙事,总结反思作者

在民间化叙事方面的成功探索和实践及不足,以期

为学界和广西创作界提供可供借鉴的参考。

  一、平民、人性、世俗的叙事立场

叙事立场是界定叙事形态的重要因素。所谓叙

事立场,简单地说,就是作家站在什么样的地位或以

什么样的身份,持什么样的态度来写作的问题。坚

守平民立场、人性立场、世俗立场,是当代作家民间

化叙事一贯的写作姿态,也是衡量作家民间化叙事

的三个重要维度[3]。东西创作的长篇小说《篡改的

命》讲述了桂西北一个农村家庭把进城改变出身作

为改变卑微命运的独木桥,却因招工、高考上大学等

被人冒名顶替,想进城打工改善生活又因为一系列

的机缘巧合而四处碰壁,导致一家人命运被不断篡

改,最终无可奈何将下一代送到城里有钱人家寄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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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实现第三代人城市身份的故事。小说叙事自始

至终坚守了平民化、人性化、世俗化的叙事立场,彰
显了作家对民间化叙事的追求。

平民立场是作家民间化叙事的重要体现和主要

策略。它要求作家把老百姓当作叙事的主体,用老

百姓的眼光看事情想问题,用老百姓的耳朵听事,用
老百姓的嘴巴说事儿,以在场老百姓的身份客观、真
实、原汁原味地呈现老百姓的生存状态、生活姿态和

生命形态。[2](P15)在叙述汪槐一家日常的生产生活时

空及其所处的桂西北乡间生活时,东西将自我的“他
者”身份隐藏于老百姓之中,给读者感觉叙事者是一

位与汪氏父子同吃同住的当事人,这个“在场”的当

事人俨然成了叙述的主体,作者的“他者眼光”被完

全隐藏,看不到作者作为知识分子角色的在场,可以

说是做到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1]。这是东西平民

化叙事的体现。
弱者有弱者的想象。弱者的处世思维往往充满

着底层弱小者的自我想象和意淫,想象着强者对自

己的怜悯和同情,经常以自虐的方式来博取强者世

界的关注,但实际上强者世界根本就没把他们当回

事。比如,汪槐怀疑其儿子被冒名顶替上大学时,为
逼迫教育局能给一个上大学指标,他烈日下举牌跪

了数天,想象着这样可以引起上级部门的重视;在静

坐、下跪无人理睬时,以跳楼相威胁,以为局长能出

来解决,结果摔成重伤,但教育局的人依然不理会,
甚至摔伤了都没人帮他打电话叫救护车。又如,汪
长尺返校补习,因饥饿去找同学黄葵混口饭吃,以及

到后面一系列阴阳差错处处碰壁的故事,让读者看

到自我尊严和他者的尊重对于弱者而言不过是自我

想象和意淫。作者“留影机”式地把这一家人的故事

冷峻地记录下来展示给读者,其叙事极为冷静,平民

姿态显露无遗,民间趣味自然流露。
底层者有底层者的逻辑。民俗化的思维方式是

底层民众对社会生活的理解方式。小说中汪槐一家

所处的乡土社会是一个多维度的社会,语言文化、精
神信仰、生活习惯等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方式,
他们的精神信仰充满迷信和唯心。为了让汪长尺考

上大学,汪槐每天都要烧三炷香,供香时他只求汪长

尺能考上大学将来做大官;平时连蚂蚁不敢踩,鸡都

不敢杀,害怕做任何不洁的事情招报应导致汪长尺

考不上大学;见谁都让三分,别人把祖坟的地儿给贪

占了也不敢争,逆来顺受,认为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都

是在为汪长尺能考上大学积德积善。这些叙述把汪

槐夫妇对高考上大学的精神寄托展现得淋漓尽致,
也把那个年代中国底层民众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社

会现实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民俗化叙事是东西民

间化叙事的一个重要表现,通过民俗化的场景、情节

和语言,体现民间叙事平民化主体的在场。这是文

学敢于面对残酷社会现实的体现,也是东西扎根于

人民、扎根于生活的文学实践。
从人性、世俗的维度来看,《篡改的命》人物形象

塑造也显现出趣味十足的民间化叙事倾向。在描述

小说人物的时候,东西更加关注人性和世俗的一面,
直击主人翁作为人的属性,关注主人翁的生存、生
活、生理等作为人的一切需求,把表现人性和普通老

百姓日常的、底层的、普遍的、世俗的一面作为叙事

的初心,而作为普通平民之外的制度身份、政治身

份、阶级身份或者政治叙事、精英叙事语境下的其他

身份,作家似乎完全不关注。比如,文中多处出现的

“饥饿叙事”:汪长尺每天只吃盐水泡饭,每日一餐,
饿的时候喝自来水,自来水喝多了也不管用,于是在

水中兑白糖,每天拎着自制的糖水去上课,因为越来

越饿,对水的需求就越来越大,经常一节课喝一瓶

水,水一多就需要排泄,排泄一多身体就虚;(汪长

尺)饿的时候感觉书本上的黑字变成虫子一样乱飞,
不用说记这些字的内容,光看它们的形状都觉得冒

汗,他每天跟眩晕、失忆、哈欠、瞌睡、疲惫抗争,为了

节约体力,他不做早操和眼保健操,课间休息都是闭

目养神,这些饥饿体验让他痛彻地明白“理想很丰

满,现实很骨感”,任何理想没有蛋白质、脂肪、碳水

化合物、维生素、无机盐和水的支持,那都是空谈;他
甚至为了填饱肚子去加入同学的黑社会公司,顶替

别人坐牢,拿名声去换取生理需求的满足。作者多

处提到他的饥饿感,生动地叙述主人翁人性与世俗

的一面,让读者看到汪长尺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现

实中最人性的需求,这些需求尽管很世俗,没有什么

高大上的价值导向,也无法站位于精英阶层对其进行

价值评判,但却是最实在、最符合人性的需求。作者

以世俗化的叙事姿态直达人性关怀的深处。

  二、全知、全景、非常的多重视角

叙事学认为,叙述是写作者运用语言媒介将一

系列事实或事件及其相关关系传递给受众的传递行

为和过程,在这个传递行为和过程中,叙述者往往选

择一个相应的角度来展开叙述,这个角度便是我们

通常说的叙事视角。[2](P65)按不同的角度来划分,叙
事视角可分为全知与限知、全景与局部、非常与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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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同的视角。随着民间化叙事越来越成为作家追

求作品新奇性、趣味性、可读性的叙事策略,叙事视

角显得越来越重要。一个适得其所、恰到好处的叙

事视角往往可以让作品推陈出新,充满趣味和意味。
《篡改的命》是一部充满趣味性的作品。这种趣

味性体现在故事情节、叙述语言、人物塑造等多个方

面,民间化叙事视角的选择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从

语义上看,“篡改”是“窃取”的行为,是见不得人的

“贼”行,只能偷偷摸摸地干,是在封闭的时间和空间

中进行的隐秘活动,如果是光明正大地做,那就是改

写、改编、修改,不叫“篡改”。按常理来说,既然是隐

秘的行为,对于叙述的事件应该是限知、局部、正常

的部分,隐秘的部分不可能观察得到,但《篡改的命》
让我们看到了一种“隐而不秘”的可能。小说情节的

叙述中,东西的观察视线可以说是无孔不入,视角直

达人性的深处、痛处和人物内心的隐秘地带,该展现

的都给予了充分的展现,让人感觉故事中的主人翁

和人物生活的世界似乎已经没有了隐私,一切都被

叙述者赤裸裸地扒开了给读者看。尤其是对汪槐一

家及所处的村庄隐晦、私密空间的叙述极为细致,各
种隐秘的细节和人物内心的隐秘地带,都叙述得极

为透明。小说的笔锋就像无死角的手电筒,全方位

地照射进小说场景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所有主人翁

的私生活都被扒光,不留一块遮羞布。
作者这样不留情面的叙述显然是选择了全知、

全景、非常的视角来介入小说人物和生活场景。从

民众自在的生活时空来看,底层民众不会有贵族般

地追逐优雅生活的姿态,他们的需求往往是一日三

餐、健康平安和简单快乐,对真善美假恶丑的认知也

是简单、直接、对立的,对广大民众生活时空的叙述

自然都是些简单、琐碎、世俗的日常,甚至还有一些

卑微的苦难、个体化的隐忍和抗争,但恰是其简单、
琐碎、世俗、卑微,方显民众生活的本真。东西这种

多视角重叠尤其是全知、全景视角的双重介入,把作

为底层民众代表的汪槐一家的窘困和艰难、卑微与

渺小、隐忍与抗争表现得淋漓尽致,充分展现了底层

社会个体的艰难处境,避免了政治叙事和精英叙事

那种预设的、主干的、大方向的、过滤式的叙述所产

生的假大空和不真实感、片段感,凸显了民间化叙事

视角所带来的趣味性、可读性。毕竟,现实生活本身

其实是充满想象、生动形象的,细节的叙述让故事更

具可读性。这种细致入微的细节叙述源于东西对生

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心思极细的审视。对汪槐一家

小场景、小生活的境况细致入微地进行描述,更能真

实地反映出特定时代背景下主人翁所代表的底层民

众的生活境况。在这里,我们看到东西坚守了底层

社会民间身份的在场,把自己作为桂西北小乡村中

的一员,全权限记录那里人们的生活,而不是把自己

作为记者一般,把走过路过的内容记录下来给予展

现。东西显然是隐藏了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把自

己作为小说人物生活场域的在场者,作为一名实时

在场的老百姓,叙述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情

感世界,做到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1]。

  三、反讽、圈套、错位的叙事结构

叙事结构简单地说就是叙述的布局。民间化叙

事是作家刻意的写作姿态,是不同于日常叙事的创

作活动,它是叙述者有意识、有谋划的叙事行为。民

间化叙事作为叙事的重要策略,十分讲究叙事结构

的谋篇布局,反讽、隐喻、圈套、错位都是民间化叙事

常见的结构范式[3]。东西对《篡改的命》的叙事结构

做了非常精心的设计和谋划,不管是叙事语言、故事

情节、人物塑造,还是叙事事件的时空安排、背景结

构、叙事逻辑等,都充满了反讽、圈套、错位的意味。
反讽是《篡改的命》较为明显的民间化叙事手

段。作为民间化叙事结构范式的反讽,不仅表现在

语言方面,还表现在小说的叙事结构方面。比如:汪
长尺为安抚帮了他的村民去县城派出所自首时,汪
长尺跟警察之间的对话暗含着对彼此的鄙视、嘲讽

和相互防备、排斥;当王东想把汪槐家唯一值点钱的

棺材拿走时,汪槐说那是给我准备的,你这么年轻不

会比我早死吧,等等。这些属于语言上的反讽,要么

是正话反说,要么是充满戏谑和调侃,语言风格颇为

俏皮,反讽意蕴入木三分。叙事情节方面的反讽意

味,如汪长尺把他爹写给左邻右舍的欠条上的名字

更换成自己之后便出去打工,结果大家看到汪长尺

去打工了,以为汪长尺要逃跑了,提前拿着借条来向

汪槐索债,刮油盐的刮油盐,抬柜子的抬柜子,扛棺

材的扛棺材,伐木头的伐木头,抵押宅基地的抵押宅

基地,把汪槐一家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变现抵债。这

表面上是叙述汪槐一家的艰难,实际上是对村民势

利眼和乡情冷暖的反讽;又如,汪长尺把儿子送给有

钱人家养,希冀以此实现下一代的城市出身,但具讽

刺意味的是,接受他寄养儿子的竟然是他的仇人林

家柏,最后他还被林家柏逼上绝路。小说在反讽汪

长尺失去做人底线的弱者思维的同时,还极大反讽

了看似大获全胜的林家柏。因为汪大志是汪长尺的

儿子,其出身的篡改实质上是对林家柏财富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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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取,林家柏的结局看起来好像是坏人并没有受到

惩罚,实则是“替人做嫁衣裳”,汪大志被篡改后的另

一个身份其实某种意义上说是林家柏的掘墓人。
叙事中的圈套结构是《篡改的命》民间化叙事的

一个重要表征。小说通过不断设置圈套的方式展开

故事情节的推进,叙事套路充满叙述者的“阴谋”。
对于汪槐一家而言,进城是改变他们现实处境的有

效途径,为此他们尝试通过走高考“独木桥”来实现

进城的目的。汪长尺第一次高考疑似被人冒名顶

替,第二次高考又没上线,只好放弃了走高考“独木

桥”,想通过进城务工的方式,在城市扎根立业,从而

让孩子(第三代人)能在城市出生。但城市生活对于

他们来说更像是一个个陷阱,这些陷阱以圈套的方

式出现在他们“城市化”的道路上。作者在小说开篇

就以倒叙的方式,用不到500字的文字叙述了汪长

尺准备跳桥的彷徨与挣扎,但并没有叙述完整的情

节。主人翁汪长尺为何突然有这种行动,他是否真

的跳桥了,如果真跳桥了是否会被救起来,等等,都
没有叙述,而是设置了一个巨大的悬念,引诱读者从

第一章开始阅读寻找答案,并在往后的正叙中不断

出现惊奇、震撼、惊喜、无奈等,形成一环扣一环的叙

述套路,诱惑着读者一步步地去了解主人翁汪长尺的

“城市化”之路。作者设置的各种引子、悬念、玄机、错
觉、意外、惊喜等引诱着读者一步步地进入“圈套”。

对错位结构的精致运用也是《篡改的命》的一个

重要特征。小说单是题目就给人一种强烈的错位

感,故事从一起被冒名顶替的篡改事件开始讲述,在
一系列的错位事件中步步展开情节,最后以错位的

事件来把情节推向高潮并结尾。小说主人翁汪氏父

子是勤劳苦干、讲人情讲道义、吃苦耐劳的底层人物

形象,他们勤劳苦干想改变出身,以读书求变,相信

知识改变命运,这本来可以是一出屌丝逆袭的励志

故事,奈何在错位的时空里,屌丝的努力奋斗史变成

了四处碰壁史,现实中一系列错位的意外事件导致

屌丝的命运被不断篡改,形成理想与现实的反差、物
质与精神的失衡、欲望与伦理的冲突,并最终导致主

人翁汪长尺走上一条不归路。自始至终,《篡改的

命》通过不断设置错位和圈套来展开故事情节的讲

述,汪槐、汪长尺、刘双菊、贺小文一家每个人都存在

着情感、伦理、理想、现实之间的错位和纠葛,最后是

汪长尺的儿子汪大志把错位的情节推向了高潮。汪

大志是汪槐、汪长尺父子两人改写家庭命运的最后

一根稻草,按人类正常的情感和思维逻辑来说,汪大

志发现其亲生父亲案件存疑和自己的身份被篡改

后,应当及时查明原因,惩罚恶人,为亲生父亲讨回

公道,给爷爷奶奶一个交代和安慰,但汪大志并没有

这么做,反而偷偷销毁了亲生父亲的案件卷宗,还偷

走留在爷爷奶奶家里的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彻底清

除一切证明自己与亲生父亲关系的痕迹。作者故意

把情节向亲情伦理和现实物质生活相矛盾的方向设

置,让汪大志的所作所为不按正常逻辑走,而是再来

一个错位,给读者一个令人窒息的结局,以此把城乡

冲突之下的城乡矛盾、社会伦理失范、人们过度物化

等导致的人性和亲情的异化等问题彻底地揭露出来。

  四、大众、地域、民俗的乡土语言

民间化叙事相对于政治化叙事、精英化叙事而

言,是一种以民间视角、民间立场、民间趣味为导向

的叙事形态。[3]它拒绝政治叙事的“高大上”说教和

精英叙事高高在上的价值评判、“思想启蒙”,要求去

精英化、去政治化,追求贴近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
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底层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

和审美习惯。叙事语言是反映小说叙事形态最直

接、最直观的符码。民间化叙事语言则是最贴近民

众的语言,它是作家修辞处理后的语言,包括对民间

俗语、民众日常语言、方言、民族习惯用语等的运用,
具有日常性、地方性、口头性、粗鄙性、随意性、戏谑

性、民族性,混杂着大众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情感。
“从叙事话语特色来看,作家文学中的民间化叙事语

言风格追求‘眼光向下的’‘民间趣味’,强调地方性

知识和经验的植入,突出民间化、地方化审美和大众

化趣味的价值取向。”[3]

《篡改的命》可以说是一部用社会底层人的语言

叙述底层社会人生活的小说。小说讲述的是乡土人

物“城市化”的过程。小说主人翁是乡土空间的人,
叙事的基调以乡土社会为根据地,这也是该小说民

间化叙事的空间场域。在乡土空间场域中,我们看

到胆小懦弱、愚昧落后、朴实善良、任劳任怨的主人

翁人物形象,他们身上带着浓重的“泥土味儿”:说话

“泥土腔儿”、穿着“泥土气儿”、处世思维“死土”、性
情“老土”等。这些“泥土味儿”不管是在乡土时空

里,还是随着空间位移到城里,都与主人翁形影不

离。从语言文化特质来看,与他们这些“泥土味儿”
相应的是渗透在他们血液里的乡土语言生态,民间

化个性则是这些乡土语言的最大生态。汪槐骂汪长

尺“你个没骨头,不是我的种,你是一枚软蛋”,“你这

个没出息的货,你这个不争气的家伙”,“(你个)野
仔”,汪长尺自我抱怨和自责“拉不出屎怪地硬,要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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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怪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一坨狗屎”,“我
他妈的就是一截死木头”,“我TM没那本事,我TM
没那胆量,我TM太胆小、太懦弱,太TM 对不起人

类”。这些口头的、日常的、简单的、粗鄙的、俏皮的

语言,是一种没有经过过滤的、泥沙俱下的叙事话

语,是民间逻辑的直接反映,具有较强的生活性、随
意性。这种语言风格代表的是广大民众追求宣泄、
简单、直接、狂欢、戏谑的言语生理机制,通过直抒胸

臆或反讽戏谑的方式,把内心的思想情感直接宣泄

出去,达到降压缓闷、身心舒适的生理效果。
对民间语言的升级改造,是东西民间化叙事语

言的一个重要特色。东西是一个非常注重语言试验

的作家,在语言对现实的塑形与改造、语言与权力的

转换和生产、语言状态与生存体验的隐喻、语言风格

与意义认同的指向这四个层面上,其小说持续地在

不同的叙述环境中试验语言行为的能量[4]。《篡改

的命》中经常可以看到东西对民间俗语的改造和转

换使用,包括对民间口头禅、民间歌谣、流行语、歇后

语等的使用。如:汪长尺心里骂仇人林家柏时化用

了当地民间俗语和民间歌谣“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

量”“肉食者毒”“池塘洗手鱼也死,路过青山草也

枯”;汪槐劝告村民停止对抗警察执法时用了民间俗

语“你以为很多时候硬是真硬吗,是尿撑的”,骂汪长

尺不争气时引用的歇后语“秃头的男人卵毛长,跟你

对着干”和地方口头语言“你没骨头,不是我的种,你
是一枚软蛋”等。这些富有特色的民间语言十分生

动、形象,符合民间大众的审美趣味、思想情感和思

维习惯。这种具有口头性、粗鄙性、日常性的大众化

语言和民间谚语、俚语、口头禅、歇后语等,从内容上

说是属于老百姓的语言,语言风格贴近老百姓风格,
能更好地反映老百姓的思想情感和思维习惯、审美

趣味,老百姓能在这样的民间化语言中找到熟悉的

语言感,作者对这些语言的改造升级使用,使表达效

果更生动、传神、有趣。正如黄永林说的那样:“小说

家对民间语言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提升,可以追

求具有特定语感的民间语言去营构具有地方特色和

文化内涵的小说体系,使民间语言的运用和地域文

化精神的表现紧相维系、互为表里,从而收到特殊的

表达效果。”[5](P145)

相对于城市空间而言,乡土社会可以说是底层

的、弱势的,甚至是落后的、闭塞的,与这种乡土社会

相对应的是与城市生活存在较大差异的乡土语言。
东西扎根于南方边地写作,吸取来自民间的、大众

的、地域的、民族的语言营养,用民间化的语言系统

讲述民间底层大众的故事,这些大众化、地域化、民
俗化的叙事话语充分体现了他的民间化叙事策略。

  五、探索与实践中的民间化叙事

民间化叙事从本质上看是艺术源于生活的内在

要求,是文艺作品人民性的重要体现,也是文艺创作

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具体实践。[3]曾经的乡土社会

生活经历,让东西有着浓厚的乡土情怀,这种乡土情

怀是他民间化叙事语境生成的土壤。《篡改的命》
“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以老百姓的身份,从老百姓的

视角,按老百姓的逻辑,用老百姓的语言,书写老百

姓的生活,富有个性和张力,充满丰富性、生动性、深
刻性、趣味性、可读性,让我们看到了民间化叙事的

强大能量。作者对作为社会底层代表的乡土社会的

观察是细致入微的,对老百姓的思想情感、生活习

惯、民间风俗等有着很深刻的了解和体验。可以说,
《篡改的命》是新时代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文学实践

的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说,东西创作的长篇小说《篡
改的命》在民间化叙事方面的探索和实践是相当成

功的。
如果说一部作品是完美的,那大概率是商业吹

捧。本着客观讨论的原则,笔者认为《篡改的命》之
民间化叙事仍然存在些许值得继续探索和深入实践

的空间。比如小说中有些人物语言缺乏情境化的问

题,主要体现在小说人物语言的硬搭方面。如:出自

刘双菊之口的“二次受伤”,在20世纪末,红水河流

域一带的乡土社会仍然是一个十分闭塞落后的空

间,这种台词出不了刘双菊之口,人物语言不符合情

境;出自汪槐之口的“三无人员”,是城市精英意识提

炼下的台词,是精英阶层、强势阶层对社会底层人

员、弱势群体的叙述,出自汪槐这种底层人员之口并

不是特别贴切,农民群众最常见的表达一般是“你什

么都没有”,非常简洁明了、通俗平淡,更符合人物身

份和情境;汪槐讲汪长尺的台词“(他们)明年照样把

你当韭菜来割掉”,“韭菜”一词在社会上的广泛使用

与股市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还是21世纪才开始大面

积流行的语言,这种台词与小说人物所处的时间和

空间及人物身份的搭配显然让人觉得生硬和不协

调。诸如此类具有高度概括性和知识化、精英化的

语言,既不是地方语言,也不是民族语言,更不是底

层社会的民间语言,并不符合城乡冲突下的乡土人

物身份,与小说故事情境也不符。此外,工友刘建平

为汪长尺送行时说“阿门”这样的西方宗教语言,显
然不符合刘建平这种红水河流域壮族乡土社会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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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境。时尚语言、地方语言、民间语言等混搭和改

装使用可以说是近年来一些广西作家创作追求标新

立异的一个方式。混搭不算太大问题,但混搭不等

同于硬搭,语言的混搭很多时候可以达到某种意想

不到的表达效果,而硬搭往往是败笔。《篡改的命》
中出现的这种语言硬搭现象,或许是作者故意迎合

当下阅读心理而刻意以此作为亮点去追求,但笔者

读起来确实觉得生硬、不自然,这种缺乏情境化的语

言应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作者的平民化叙事。总之,
也许这是一种还在探索与实践路上的民间化叙事。

即便如此,瑕不掩瑜。因为有《篡改的命》这样

颇具高度的探索与实践,我们有理由期待,作者能够

在往后的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文学实践中创作出

炉火纯青的民间化叙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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